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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輯論文

人工智能生成聲明、社會規範提示	
與用戶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	
一項實驗性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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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逐漸嵌入到科學知識的生產過

程，但存在被用於生產偽科學信息、污染信息環境的風險。為加強AI

生成內容的治理，提高公眾對AI生成偽科學短視頻的核查能動性，此

研究基於助推理論和情境問題解決理論，構建助推－情境問題解決理

論，並通過一項實驗性調查探索如何通過信息助推設計（信息來源聲明

與社會規範提示）來提高個人的信息核查意願。研究表明，相較於人類

專家發佈的短視頻，公眾對AI生成的短視頻具有更高的問題識別和信

息核查意願。研究未能證實社會規範提示對問題識別與信息核查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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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但證實了信息來源聲明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問題識別在其

中具有中介作用，參與識別在問題識別和信息核查意願之間具有調節作

用。研究通過整合既有的理論框架，創新性地建構了助推－情境問題

解決理論模型，揭示了信息助推設計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機制，為促

進公眾積極參與AI時代的網絡內容治理提供了理論啟示。

關鍵詞：人工智能、偽科學信息、助推理論、情境問題解決理論、助

推－情境問題解決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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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is increasingly embedded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production, which raises concerns about its potential use 

in generating pseudoscientific information and polluting the information 

environment. To strengthen the governance of AI-generated content and 

enhance public engagement in verifying pseudoscientific short videos, this 

study proposes a Nudge-Situational Problem-Solv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integrating nudge theory and the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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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how information nudges (i.e., source 

declarations and social norm cues) can improve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to 

verify informa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social norm cues did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problem recognition and information verification 

willingness. However, source declarations significantly influenced individuals’ 

willingness to verify information, with problem recognition playing a mediating 

role. Moreover, compared with videos posted by human experts, AI-generated 

videos elicited higher levels of problem recognition and verification willingness. 

The moderation analysis further revealed that participation recognition 

moderated the impact of problem recognition on verification willingness, 

whereas constraint recognition did not show a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 

This study advance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by integrating nudge theory with 

the situational theory of problem solving, revealing the mechanisms by which 

information nudges influence verification willingness. Th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promoting active public engagement in content 

governance in the AI era, and offer practical implications to mitigate the risks 

of AI-generated pseudoscientific information.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seudoscience information, nudge theory, 

situational problem-solving theory, nudge-situational problem-solving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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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生成式人工智能技術的迅猛發展，AI生成的文本、圖像、視

頻等多模態信息內容正日益充斥用戶的日常信息消費。生成式AI能通

過扮演各個領域的專家，快速生成大量看似真實、專業和科學的信

息。這降低了專業內容生成的門檻，也使得AI可能被有心之人用作製

造偽科學信息的工具，以科普之名傳播虛假信息。偽科學信息是指科

學框架下的錯誤信息，涉及科學領域內的問題，模仿科學知識的表述

方式，但存在結論沒有科學證據支持、科學程序有缺陷等問題（García‐

Arch et al., 2022）。目前，生成式AI為「偽科學」信息的治理帶來了更

嚴峻的挑戰。一方面，AI生成的看似專業的科普信息對信息環境造成

污染，使得公眾更難區分真實科學信息和錯誤科學信息，使社會信任

體系加速崩塌（管佖路、顧理平，2022）。另一方面，生成式AI擴大了

偽科學信息的傳播範圍與速度，可能為國家相關政策的實施製造輿論

阻力。例如，發展轉基因是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農

業部多次聲明，中國作為農業生產大國，必須在轉基因技術上佔有一

席之地（王燦，2016）。然而，關於轉基因的偽科學信息廣泛傳播，使

得科學知識和公眾輿論對其消費安全性的認識差異擴大（Cui & 

Shoemaker, 2018），不利於轉基因生物的研究與相關政策的實施。
AI生成的圖文、視頻等多模態偽科學信息，對於堅信「有圖有真

相」、「眼見為實」的大眾而言更具迷惑性。偽科學短視頻，即通過短視

頻形式呈現的偽科學信息，通常憑藉生動的視覺和聽覺呈現增強說服

力和傳播效果，可能使用戶更容易接受不準確或未經證實的內容。短

視頻已經成為用戶獲取科學知識的重要途徑。2024年5月，中國科普

研究所和抖音聯合發佈的報告顯示，95%的受訪者會通過短視頻獲取

知識，認為自己55%的知識來自短視頻（新浪財經，2024）。加強短視

頻平台中AI生成內容的治理，提高公眾對AI生成偽科學短視頻的核查

能力和能動性，是科學傳播面臨的新挑戰。AI生成內容治理需要推動

建立「政府統籌、平台主導、多元利益主體共同參與」的協同共治體系

（張素華、李凱，2024）。鼓勵足夠數量的可靠、知曉事實的用戶參與

內容治理，有利於維護網絡真實，緩解社會資源壓力。然而，用戶核

實信息的動機很低，要麼迴避可疑信息，要麼等待管理部門來揭穿謠

言（Zou & Tang,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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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短視頻平台採用系列措施來提高用戶對AI生成視頻

的謹慎態度。例如，抖音規定用戶上傳AI生成的內容，需要標註內容

由AI生成，且在視頻下方添加「內容疑似AI生成，請謹慎甄別」等警示

聲明。這是平台通過改變信息的環境特點，來促進用戶改變信息處理

方式的策略，但截至目前，聚焦於AI生成聲明、信息核查提示的傳播

效果研究尚付闕如。基於此，本研究基於助推理論和情境問題解決理

論，探究人類或AI生成的信息來源聲明、以社會規範形式出現的信息

核查提示對個體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進一步探索問題識別在此過程

中的中介作用，以及約束識別和參與識別如何影響問題識別對信息核

查意願的影響，以期為提高用戶信息核查的能動性提供理論參照。

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信息來源聲明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

助推理論（nudge theory）由Thaler和Sunstein（2008）提出。該理論

的核心觀念是通過對決策環境進行微小的調整或提供微妙的引導與激

勵（即「助推」），可在不侵犯個體自由選擇權的前提下，促使人們作出

更有利於自身或社會的選擇。助推的策略包括警告、提醒和信息披露

（如過敏警告）、默認選項設置（如自動註冊）等。這些策略能夠在不 

顯著增加個體決策成本的情況下，影響人們的行為模式（Sunstein, 

2022）。該理論最初應用於行為經濟學領域，以探究如何改變環境以影

響用戶現實的消費決策，如今已擴展到公共衛生、健康醫療、能源環

境等領域，以探索如何通過改變現實環境或線上界面設計來影響個人

「改善關於健康、財富和幸福的決策」（Hummel & Maedche, 2019）。其

中，通過對用戶界面作出微妙調整能有效引導個人行為的結論，為本

研究考察AI生成的信息來源聲明、以社會規範形式出現的信息核查提

示對個人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的可能影響提供了參考。

信息核查意願是個體在接收到信息後，通過主動尋求和比較信息

等查證、驗證方式，確認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可靠性的行為意

願。既有文獻中，聚焦助推策略對信息核查意願的研究極少，但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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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針對助推策略對錯誤信息識別的影響進行了探索。如Pennycook和
Rand（2022a）發現，在分享按鈕中設置「我認為這條新聞是準確的」的

提示，會顯著減少假新聞分享，增加真實新聞分享。Andı和Akesson

（2020）的研究表明，提供給參與者評估信息時的規範標準或期望行為

可以提高其洞察力，降低錯誤信息分享意願。這些研究說明，媒體環

境中的助推設計雖然微小，但在影響個人對錯誤信息的處理上有一定

成效。

對短視頻平台而言，將微小的助推策略嵌入用戶界面，具有較強

的場景適配性。短視頻具有時長短、節奏快、信息含量低的特徵，通

過平台流暢的交互機制、沉浸式的個性化信息推送方式，能為用戶提

供低認知成本的信息消費體驗。如果在其中嵌入強干擾的提示，打斷

了沉浸式體驗帶來的愉悅感，可能引起用戶反感。對於在互聯網中傾

向於盡可能少地耗費認知努力來處理信息的短視頻用戶而言，通過微

觀引導進行溫和的說服干預可能更加有效。用戶對網絡信息的處理和

評估常常依賴信息來源（Torres et al., 2018），本研究將探究短視頻中聲

明不同信息來源的助推策略對用戶偽科學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

既有研究表明，對信息來源可信度的感知能顯著影響用戶對假新

聞的核查與驗證行為意圖（Torres et al., 2018）。目前，AI普遍地被訓練

成專家的角色，為人類用戶提供建議。這一趨勢促使人們開始關注AI

作為信息來源時的可靠性和權威性。雖然極少研究關注到用戶對AI生

成信息和人類專家發佈的偽科學信息的核查意願，但部分研究考察了
AI和人類專家對用戶行為是否具有同樣的影響力。如Wang等人（2020）

發現，經過訓練的AI被認為與人類專家具有相似的經驗和技能水平。
Sundar和Kim（2019）的研究表明，相較於人類專家，人工智能被認為

是更客觀、更準確的信息來源。這些文獻雖然尚未獲得一致的結論，

但揭示了用戶在面對AI與人類專家提供信息時不同的心理和行為反

應。在短視頻下方標註「信息來源於人類專家或AI」，也可能喚起用戶

對信息來源的既有態度，影響其核查意願。

用戶對AI和人類專家來源信息態度的差異，需要結合信息特徵進

一步分析。爭議性科學信息通過挑戰科學理論或權威來宣傳特定觀

點，往往包含「陰謀論」，站在大眾角度指責其他有權勢的個人或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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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捍衛既得利益或意識形態信念隱瞞或歪曲現實（Bordignon, 2023）。

當爭議性科學信息帶來認知上的衝突，令個人難以判斷信息來源是在

保護大眾利益還是具有誘導煽動的不良動機，且僅憑內容難以對信息

真實性作出判斷時，公眾可能更多地依賴與信息來源之間的關係作出

判斷。此時，人類長期互動形成的信任基礎與群體認同可能使得個體

遵循慣性，更加信任人類科學家，而具有更低的信息核查意願。與之

相對，相較於人類專家，AI會帶來更強的外群體感，這種外群體感甚

至可能使得個體對AI表現出對抗的態度（Oh et al., 2017）。因此，當難

以判斷信息真偽時，個體可能更傾向於對AI生成的短視頻作額外的信

息核查，以確保內容的準確性和可靠性。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1：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相較於顯示為人類專家發佈，顯示為AI

生成的信息來源聲明更能提高用戶的核查意願。

社會規範提示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

作為一種助推設計，社會規範提示往往以彈出窗口、附加在特定

內容上的微妙標籤或消息提示的形式存在，強調特定行為是良好公民

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Mattis et al., 2024）。在處理科學信息時，用戶常

常依據社會規範作出行為決策（Scheufele & Krause, 2019）。社會規範提

示有助於鼓勵個體遏制錯誤信息傳播，削弱錯誤信息負面影響。例

如，Andı和Akesson（2020）發現「網絡中有大量虛假信息，多數負責任

的用戶在分享前會慎重思考」這樣的社會規範信息，能使願意分享虛假

信息的人明顯減少。此外，社會規範也能促進用戶主動獲取正確信

息，如Xiao和Borah（2021）探索了社會規範信息對個體信息尋求意圖

的影響，發現社會規範信息會顯著增加個人尋求HPV疫苗接種信息的

意願，增強接種疫苗的意願。然而，這些研究多關注用戶對純文字新

聞中錯誤信息的識別與分享意願，這可能與對短視頻中偽科學信息的

核查意願不同。用戶閱讀純文字新聞時往往需要付出較多精力來理解

文本，更容易識別問題，停頓思考是否分享或核實新聞。相比之下，

短視頻的信息核查意味著從原有的低認知努力、沉浸式的信息接觸狀

態中脫離出來，耗費時間精力來確認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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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難度更大。社會規範提示這一微小的助推策略在短視頻場景中是

否依然有效仍需要進一步檢驗。

用戶如何看待他人對信息核查的評價，會影響其信息核查意願

（Kligler-Vilenchik, 2022）。在短視頻平台中增加社會規範提示，可提供

行為參照，鼓勵用戶進行信息核查。社會規範通常分為描述性規範和

指令性規範兩類。描述性規範源於對大多數其他人所做事情的描述

（Cialdini et al., 1990），通過提供他人所做的事情來激勵行動。指令性

規範涉及大多數其他人通常認可或不贊成的行為，通過告知大多數其

他人覺得應該做的事情來激勵行為，而當人們不遵守指令性規範時，

可能會實施社會制裁（Cialdini et al., 1991）。描述性規範和指令性規範

干預可以用於減小錯誤信息的影響。不贊成分享錯誤信息的描述性規

範和指令性規範都能有效加強個人對真實和虛假信息的區分（Prike et 

al., 2024）。

描述性規範與指令性規範的作用效果存在差異，Zou和Savani

（2019）發現個體對面臨風險的感知差距使得社會規範對自身相關行為

和他人行為相關的影響不同——描述性規範在影響人們自己的決定方

面發揮著更大的作用，而指令性規範在影響人對他人的建議方面發揮

著更大作用。本研究中的描述性社會規範與指令性社會規範提示個體

主動核驗爭議性科學信息，共同維護網絡真實。在此情境中，信息核

查意願既是對自己行為的決策，也涉及到維護網絡真實避免他人受到

誤導的目的。鑒於既有文獻尚不能判斷描述性社會規範與指令性社會

規範對信息核查意願影響的差異，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

RQ1：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相比於沒有社會規範提示的情形，在

提供描述性社會規範提示和指令性社會規範提示兩者中，

哪種更能提高用戶的信息核查意願？

問題識別、信息來源聲明與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

情境問題解決理論與助推理論互為補充，能有效解釋短視頻平台

中的助推策略從外部觸發到內部響應，最終影響用戶信息核查意願的

系統過程。從外部微妙刺激的作用出發，助推理論的結論揭示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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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對信息行為的影響，但不能揭示個人經歷了何種認知過程而決定

進行信息核查。情境問題解決理論則從個人內部的心理認知機制出發

闡釋了個體識別問題，並為解決特定問題而採取溝通行為的過程。情

境問題解決理論源於公眾情境理論，繼承了公眾情境理論提出的影響

個人溝通行為的三個情境因素：問題識別、參與識別、約束識別。進

一步具體化了三類溝通行為：信息選擇、信息傳輸、信息獲取（Kim & 

Grunig, 2011）。這三個情境因素實質上都是個體對情境的認知與評

估。其中，問題識別是個體意識到應該對某種情況做些甚麼，但沒有

立即解決方案的問題狀態；參與識別是個人對問題的感知聯繫，即問

題情況與自己或重要他人的關聯程度的判斷；約束識別則指個人對自

己付出努力採取行動解決問題的外部和內部障礙的評估。信息核查行

為是一種特殊的信息獲取行為，既需要獲取信息，也需要對信息內容

作批判性分析和驗證。情境問題解決理論對個人的情境認知對信息獲

取影響的探究為本研究提供了基礎。

本研究將情境問題解決理論與助推理論整合，也有利於進一步擴

展這兩個理論的內涵和邊界。情境問題解決理論相關研究對情境感知

前因的探索尚不充分，往往聚焦於個人的文化身份和組織關係等宏觀

社會因素的影響（Ni et al., 2019），對個體處理特定信息所處的具體信

息環境關注尚有欠缺。引入助推理論探究外部環境因素對情境感知的

影響，有利於更深入地解釋個人如何認識自己與信息的關係，並據此

採取溝通行為。本研究將助推理論中寬泛的助推策略、情境問題解決

理論中抽象的溝通行為具體化來探究信息來源聲明、社會規範線索這

兩類具體的助推設計，對信息核查行為此一具體的溝通行為的影響。

通過將理論中抽象概念具體化，能夠探索理論的適用邊界，並通過整

合互補理論減少單一理論的局限性，為媒介平台干預用戶信息核查等

溝通行為提供理論基礎。

此外，既有情境問題解決理論相關研究比較多地探究參與識別、

問題識別、約束識別分別如何影響信息行為，但較少探究這三種認知

之間的交互作用。在不同情境下，這三種情境因素可能具有不同的主

次關係，且在發揮作用過程中相互影響。面對偽科學信息時，個體所

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往往是無法確定信息是否可靠，即需要解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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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對問題真實性作出判斷的問題狀態。助推策略也可進一步促使個體

對信息進行審慎思考，從而使個體更易產生疑慮而進一步求證（Liu et 

al., 2023）。因此，在助推策略影響信息核查意願的過程中，問題識別

可能是最關鍵的情境因素。因而，本研究以問題識別為核心，探究參

與識別、約束識別的調節作用，以加深對三者之間關係的理解。

在處理偽科學信息的情境下，本研究將問題識別具體化為個體意

識到所接觸的信息與預期或既有知識經驗之間差異，產生的無法對信

息是否真實、準確、可靠作出判斷的問題狀態。在注意力成為稀缺資

源的背景下，媒介環境中的助推策略要提升用戶的信息核查意願，首

先可能需要喚起用戶對於短視頻中偽科學信息的問題識別。將信息來

源作為助推策略可以促使個體對信息進行審慎思考而處於一種問題狀

態。信息來源相關線索將觸發個體的快捷認知方式，基於對信息源的

刻板印象快速對信息進行評價，且用戶對人類專家和AI具有不同的警

惕程度。研究表明，標示「AI生成」能使用戶投入更多注意力和認知資

源來處理信息，加深認知加工程度（Liu et al., 2023）。更深的信息加工

程度意味著更徹底的審查內容，更有利於發現信息中的問題。相比之

下，基於人際信任基礎，個體可能將人類專家發佈的聲明視作權威背

書，更傾向於直接接受信息，且非審慎地處理信息。因此，本研究推

斷相比人類專家聲明，AI生成聲明更能激發問題識別。

另一方面，問題識別將影響個人採取信息核查行為的意願。基於

情境問題解決理論，當個體意識到問題存在時，可能通過獲取信息的

行為來解決問題。在處理爭議性的科學信息時，若個體發現信息與預

期不一致且難以判斷真偽，這種問題狀態可能促使其通過主動搜索對

比信息來核查信息。問題識別是一種信息量不足的狀態，而人類具有

採取有效行動來理解情況，減少不確定性的核心社會動機（Fiske, 

2004）。當個體認為所擁有的信息量和所需的信息量存在差距時，更可

能主動尋求信息（Thompson et al., 2012）。同時，問題識別包含信息與

預期的差異，這可能引發認知不和諧。為緩解虛假信息與既有認知之

間的衝突帶來的負面情緒，個體往往也會借助搜索引擎等媒介尋求信

息，來主動核查或反駁虛假信息（Taddicken & Wolff, 2020）。因此，信

息來源聲明可能通過影響個體的問題識別，令其能發現信息與預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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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差異之處而處於問題狀態，進而期望通過信息核查意願來解決問

題。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2：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相較於顯示為人類專家發佈，顯示為AI

生成的信息來源聲明更能提高用戶的問題識別。

H3：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用戶的問題識別正向影響核查意願。

H4：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用戶的問題識別在信息來源聲明影響核

查意願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問題識別、社會規範提示與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

個體通常不會無端對接觸的所有信息進行核查，而是以問題識別

為前提。當用戶注意到信息與既有認知存在偏差、且難以判斷其真偽

時，才更可能產生核查動機。因此，社會規範提示可能通過提升問題

識別從而影響信息核查意願。首先，社會規範提示可能影響問題識

別。個體的認知資源有限，不能將所有相關信息都深度加工，而警示

或提示能將其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的維度，使其在決策中受到更多的重

視。因此，通過社會規範提示個體關注網絡信息真實性，可能使得個

體注意力聚焦到所接觸的科學信息是否真實可靠上。如Pennycook等人

發現標籤或警告能幫助用戶對信息進行批判性思考，將個體的注意力

轉移到準確性上，進而更能辨別真實內容和虛假內容（Pennycook & 

Rand, 2022b）。社會規範提示將個人的注意力聚焦到真實性上，個體也

可能更容易發現信息的不確定之處，從而進入問題狀態。然而，既有

研究尚不足以解釋相較於無社會規範提示，在描述性社會規範提示和

指令性社會規範提示中，哪種更能提高用戶的問題識別。本研究對此

進行進一步探索。

如前文所述，當個體的問題識別被喚起時，可能通過信息核查來

緩解令人不適的問題狀態。但目前，既有文獻多聚焦於西方背景，強

調黨派立場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普遍將個體對科學信息的態度政

治化。這些研究認為，個體核實信息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意識形

態信仰或既有態度，個體採取核查行為是為了驗證與自己意識形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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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的信息確實是虛假的（Garrett, 2009），或證實與自己意識形態一致

的信息是真實的（Edgerly et al., 2020）。然而，不同於政治極化顯著的

西方社會，中國公眾對於爭議性科學問題的核查行為，可能更多是為

了獲得準確信息，規避風險。Tandoc等人（2018）的研究也指出，個體

對信息完全信任或不信任時可能都不會進行信息核查，而當對信息心

存疑慮時才更願意採取核查行為。因而，在本土情境下，社會規範提

示喚起的問題狀態可能是更關鍵的中介因素，能促進個體採取信息核

查的意願來解答問題。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RQ2：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相比於沒有社會規範提示的情形，在

提供描述性社會規範提示和指令性社會規範提示二者中，

哪種更能提高用戶的問題識別？

H5：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用戶的問題識別在社會規範提示影響核

查意願過程中發揮中介作用。

參與識別、問題識別與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

在本研究中，參與識別指個體對偽科學短視頻與自己相關程度的

感知，包括信息主題、信息來源、信息質量、信息影響等信息屬性與

個體相關程度的綜合評估。情境問題解決理論提出，一旦個體意識到

自身問題關聯，就會有動力進行積極的信息行為（Yu & Shen, 2024）。

參與識別影響個體是否願意採取行動來減少錯誤信息的負面影響。大

多數社交媒體用戶都會忽略他們看到的假新聞帖子，只有當問題與自

身或者與其擁有緊密交往關係的人密切相關時，他們才會採取行動來

糾正信息（Tandoc et al., 2020）。與之相對的，較高的參與識別也可能

降低個體警惕，更加輕易地相信錯誤信息。一項基於青少年樣本的研

究發現，如果假新聞內容與個體的興趣相關，無論其真實性如何，他

們都更有可能分享內容；如果內容來自個體通訊簿中的連絡人，他們

在分享內容前也很少查證（Herrero-Diz et al., 2020）。

在問題識別對偽科學短視頻的核查意願的影響過程中，參與識別

可能發揮起到調節作用。較高的參與識別可能令個體更為積極地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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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來核查或糾正偽科學信息，以減少潛在風險，也可能令其基於對

內容的高度投入而產生默認信任，因而不加選擇地相信偽科學信息，

而有更低的採取信息核查行為的意願。此外，當參與識別較低時，問

題識別的提高對信息核查意願的促進作用可能被削弱。個人可能認為

偽科學信息與自身關聯不大，而缺乏核實偽科學短視頻的意願。這和

短視頻的媒介特徵存在關聯。在快速消費信息的模式下，短視頻平台

中的信息往往以短小、輕鬆、快捷、碎片化為特點，信息量較少，節

奏快。因此不需要用戶投入太多認知資源去處理內容，用戶往往「瀏覽

式」消費內容。用戶是否會打破這種低投入的信息消費狀態，進一步對

信息進行核查，一定程度取決於問題的重要性及其與自身的相關度

（Tandoc et al., 2020）。即使問題識別較高，當參與識別較低時，用戶可

能保持一貫的漫不經心的態度，並不願意耗費時間和精力來解決。此

時信息核查意願依然較低。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6：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用戶的參與識別在問題識別影響核查意

願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

約束識別、問題識別與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

在處理偽科學信息的情境下，約束識別指個體對自己核查信息可

能面臨的阻礙的認知，包括個人的知識、能力、時間、精力等資源限

制，以及對核查行為的可行性、有效性的判斷等。依據情境問題解決

理論，當個體感知採取行動的障礙太高時，通常會選擇甚麼都不做，

而非通過溝通行為解決問題（Kim & Grunig, 2011）。信息核查是一項具

有挑戰性的任務，需要個人具有一定的科學知識和媒介素養。個體對

自身採取行動能力的評估將影響其信息核查意願。主觀新聞素養更高

的個體往往更傾向於質疑媒體中的信息質量（Vraga & Tully, 2021）。暴

露於錯誤信息時，具有更多知識的個體更有可能搜索、篩選和評估證

據，來進行信息核查（Sun & Ma, 2023）。

約束識別還包含了對行動有效性的評估。如Sun和Ma（2023）發現

個體對自己是否能夠採取有效應對措施、採取事實核查行為是否能有

效減少威脅的判斷，都將影響驗證信息的意願。整體而言，當個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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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信息是否真實準確時，將處於問題狀態。如果此時他們具備核查

信息的知識、能力、時間、精力，那麼採取行動的難度較低。同時，

如果個體認為相信核查信息真偽能有效消除這種問題狀態、減少偽科

學信息的負面影響以維護網絡真實性時，可能認為花費時間和精力來

進行信息核查是值得的，才會有更加強烈的意願去採取信息核查行

為。反之，如果個體的約束識別程度較高，即認為採取信息核查行為

存在較大的阻礙或不能獲得預期結果，問題識別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

響可能被減弱。基於此，本研究提出假設：

H7： 在偽科學短視頻中，用戶的約束識別在問題識別影響核查意

願過程中發揮調節作用。

圖一　助推－情境問題解決理論模型

研究方法

實驗設計

本研究採用2（信息來源聲明：人類專家發佈與人工智能生成）× 3

（社會規範提示：描述性規範、指令性規範與無規範提示）設計，進行

基於網絡平台的二因子組間實驗。本研究以18歲以上的互聯網用戶為

調查對象。通過在線調查平台「問卷星」發放搭載實驗情境設計的問

卷。如表一所示，平台的情景隨機功能將參與者隨機分為六組，其中

無規範提示組為對照組。本研究於2024年11月20日到11月25日收集

數據。最終樣本中，有效問卷606份，其中男性佔比為60.40%，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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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比為39.60%。受訪者的平均年齡為32.31，89.5%受過大學及以上教

育，10.5%為高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在收入水平上，50.30%月收入為
9,000元以下，49.70%為9,000元及以上。

實驗程序如下：實驗開始前，先請參與者回答一組問題，評估自

己既有的轉基因食品知識和態度。隨後，引導參與者假設情景為在抖

音平台瀏覽短視頻時刷到了本研究所提供的科普短視頻。觀看視頻

後，受訪者需回答一系列問題，包括問題識別、參與識別、約束識

別、信息核查意願以及人口統計信息的問卷。此外，本研究選擇「轉基

因食品安全」作為短視頻主題，主要由於轉基因食品安全涉及公眾健

康，健康議題是當前短視頻平台上最受關注的科普內容類型之一。並

且，轉基因食品安全爭議則長期在官方與公眾認知之間存在，具有較

大的社會影響力。

在具體的實驗材料設計中，本研究考慮到短視頻平台中許多相關

偽科學信息，常圍繞轉基因食品對於生育和後代的影響，引發用戶一

定的焦慮情緒。因此，本研究選擇「食用轉基因食品會導致不孕不育」

作為具體的短視頻主題，參照現實中常見的偽科學信息誤導觀眾的策

略設計視頻。在中國代表性的短視頻平台「抖音」中，搜索「轉基因食

品」發現，「陰謀論」和對名人言論斷章取義是在轉基因食品相關偽科學

短視頻中比較常見的誤導策略類型。為了避免侵害特定名人聲譽，本

研究的偽科學短視頻材料選擇「西方陰謀論」這一誤導類型，並在調查

結束後告知參與者所觀看的短視頻為偽科學信息，為其提供官方來源

的真實信息，避免誤導。

「陰謀論」作為一種誤導策略，通常將科學信息中複雜抽象的問題

簡化為有形的社會力量的影響。這使身處不確定性中的個體容易忽視

實際科學解釋，將注意力聚焦於想像中的利益團體或個人身上，將其

為利益或意識形態目的隱瞞、歪曲事實的陰謀作為科學問題的替代性

解釋（Goertzel, 2010）。由於陰謀論常與政治利益相互勾連，將其作為

典型的誤導策略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它為考察信息助推如何影響

個體的情境性問題解決路徑提供了典型情境；另一方面，它凸顯了信

息助推在應對依賴政治化、情緒化敘事來影響個體判斷的偽科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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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所發揮的作用機制，從而增強理論的解釋力與概化（generalization）

價值。此前的研究揭示，在中國，以「西方陰謀論」為誤導策略的偽科

學信息往往渲染中國與西方（通常是美國）之間的利益衝突，強調外部

威脅（Cheng et al., 2022）。受此啟發，本研究的實驗材料參照抖音中的

「西方陰謀論」偽科學短視頻，加入「宣傳轉基因食品是美國公司實行

『黃種人滅絕計劃』的陰謀」的論斷，將「食用轉基因食品會導致不孕不

育」的原因歸咎於西方利益集團的作用。在調查結束後，對這種誤導性

敘事策略進行了揭示和澄清。

實驗材料中包含對兩個自變量的操縱。1）信息來源聲明：通過在

短視頻前的說明信息以及短視頻下方標識的方式操縱。告知人工智能

生成組參與者短視頻由人工智能生成，且在視頻下方標註「創作者聲

明：該視頻由人工智能生成」。人類專家發佈組則告知參與者視頻由人

類科學家發佈，在視頻下方標註「創作者聲明：該視頻由人類科學家發

佈」。2）社會規範提示：通過短視頻下方的提示鼓勵用戶對信息進行核

查。描述性社會規範提示為告知參與者「大多數（70%）的人都會主動核

驗爭議性科學信息。加入我們，共同維護網絡真實！」指令性社會規範

的提示為提醒參與者「請務必主動核驗爭議性科學信息，主動核驗信息

人數達到70%，有助於維護網絡真實！」無規範提示組則不提供社會規

範提示。保證每個視頻內容相同，長度均為30秒，信息來源聲明和社

會規範提示的信息量、字數和所處的位置相近。

此外，為驗證實驗操縱的有效性，即檢驗研究所設定的客觀操縱是

否能被參與者準確感知並形成預期認知，本研究在問卷實驗材料後嵌入

操縱檢驗。具體而言，詢問參與者「您瀏覽的視頻左下方的作者聲明顯

示本視頻的作者是？」此項為客觀題，若選擇的信息來源與所閱讀的材

料信息不一致，則說明參與者未通過注意力檢測，為無效樣本。所有

參與者都正確回答了這一問題，說明參與者均準確識別了短視頻作者身

份，本研究對信息來源聲明的操縱成功。社會規範提示的操縱檢驗則

分組進行，對照組參與者被問及「這條視頻下方是否提供，會核實信息

來阻止錯誤信息傳播的人所佔比例？」和「這條視頻下方是否提供，核

實信息的人應該佔多大比例才能有效阻止錯誤信息傳播？」203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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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中，被試者均正確回答為「否」，實驗操縱與被試者主觀認知一

致，顯示對照組被成功操縱。關於描述性社會規範提示和指令性社會

規範提示的操縱則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詢問了參與者多大程度上同

意視頻下方告知「大多數的人會核實信息來阻止錯誤信息傳播」（M = 

3.72, SD = 1.06）和「大多數的人應該核實信息來阻止錯誤信息傳播」（M 

= 4.11, SD = .88）。結果顯示，描述性與指令性社會規範提示的操縱成

功激活了相應的認知，描述性和指令性社會規範均被成功操縱。

表一　實驗分組設計表

社會規範提示

信息來源聲明

人類專家發佈／描述性
規範

人類專家發佈／指令性
規範

人類專家發佈／無規範
提示

人工智能生成／描述性
規範

人工智能生成／指令性
規範

人工智能生成／無規範
提示

變量測量

問題識別：參考Shen等人（2019）編訂的問題識別量表進行修訂

（Lee et al., 2003; Shen et al., 2019），量表總共包含四個題項。採用李克

特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同意」），以所有題項的平均

值表示問題識別。包含題項如「這條視頻與我的想法有所不同，讓我對

信息重新審視」、「這條視頻給出的結論不太符合我的期望，讓我產生

疑慮」、「我對這條視頻感到懷疑，因為它給出的結論與我的生活經驗

不符」、「我感到困惑，因為這條視頻給出的結論與我獲得的其他信息

不同」。結果顯示，四個項目能很好地代表問題識別（僅析出一個公因

子，解釋50.11%方差），信度在接受範圍內（Cronbach’s α = .66）。

參與識別：採用Yan等人（2018）編訂的參與識別量表（Yan et al., 

2018），修訂後量表共包含六個題項。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1 = 「非常

不同意」、5 = 「非常同意」），以所有題項的平均值表示參與識別。包含

題項如「轉基因食品安全與我的生活息息相關」、「轉基因食品安全對我

的身體健康有重要的影響」、「轉基因食品安全關乎我身邊重要的人」、

「轉基因食品安全與我利益相關」、「轉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真實性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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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轉基因食品安全信息的準確性對我有影響」。結果顯示，六個

項目能很好地代表參與識別（僅析出一個公因子，解釋37.08%方差），

信度在接受範圍內（Cronbach’s α = .65）。

約束識別：參考He（2024）編訂的約束識別量表進行修訂，量表總

共包含五個題項。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1 = 「非常不同意」、5 = 「非常

同意」），所有題項均為反向題，處理後以所有題項的平均值代表約束

識別。包含題項如「在互聯網上核查信息真偽對我來說是容易的」、「我

有能力在互聯網上檢索到可靠的信息」、「我能夠利用具備的知識評估

檢索到的信息的準確性」、「我有足夠的時間去驗證互聯網上信息的真

偽」、「我認為我使用的事實核查方法能夠有效地幫助我識別虛假信

息」。結果顯示，五個項目能很好地代表約束識別（僅析出一個公因

子，解釋55.20%方差），信度在接受範圍內（Cronbach’s α = .79）。

信息核查意願：綜合Tifferet（2021）、Yu（2021）編訂的信息核查量

表進行修訂，量表總共包含七個題項。採用李克特五點量表（1 = 「非常

不同意」、5 = 「非常同意」），以所有題項的平均值代表信息核查意願。

包含題項如「我願意查看視頻的發佈日期來檢查信息是否已更新」、「我

願意通過新聞媒體的公眾號、手機軟件或網報搜索類似的新聞來核實

信息」、「我願意訪問事實核查網站來核實信息」、「我願意使用搜索引

擎搜索來確認信息的真實性」、「我願意通過與熟悉的人交流來核實事

實」、「我願意使用社交媒體查找相關信息進行驗證」。結果顯示，七個

項目能很好地代表信息核查意願（僅析出一個公因子，解釋33.07%方

差），信度在接受範圍內（Cronbach’s α = .66）。變量測量結果見表二。

表二　變量測量結果

變量 M SD
相關矩陣

1. 2. 3. 4. 

1. 信息核查意願 4.03  .49 ／

2. 問題識別 3.86  .63 .479** ／

3. 參與識別 4.19  .48 .421** .283** ／

4. 約束識別 2.24  .68 –.402** –.360** –.131** ／

註：*p < .05，**p < .01，***p < .001。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66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數據分析

首先，本研究使用二因素被試間方差分析進行信息來源聲明和社

會規範提示對信息核查意願的直接效應假設檢驗。分別以信息核查意

願和問題識別為因變量，進行2（信息來源聲明：人類專家發佈與人工

智能生成）× 3（社會規範提示：描述性規範、指令性規範與對照組）的

方差分析，分析結果如表三。

相較於顯示為人類專家發佈，顯示為AI生成的信息來源聲明更能

提高用戶的信息核查意願，H1獲數據分析結果支持。信息來源聲明顯

著影響信息核查意願（F (1, 600) = 9.60, p = .002, par.η2
 = .016），AI生

成（M = 4.09, SD = .03）能比人類專家發佈（M = 3.97, SD = .03）產生更

高的信息核查意願（p < .05）。關於RQ1，相比於沒有社會規範提示的

情形，在提供描述性社會規範提示和指令性社會規範提示二者中，哪

種更能提高用戶的信息核查意願。數據分析結果顯示，社會規範提示

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不顯著（F (2, 600) = 2.00, p = .136, par.η2
 = 

.01）。這說明描述性社會規範和指令性社會規範均不能顯著提高信息核

查意願。

相較於顯示為人類專家發佈，顯示為AI生成的信息來源聲明更能

提高用戶的問題識別，H2得到驗證。信息來源聲明顯著影響問題識別

（F (1, 600) = 10.54, p = .001, par.η2
 = .02）。AI生成（M = 3.95, SD = .04）

能比人類專家發佈（M = 3.78, SD = .04）產生更高的問題識別（p < .05）。 

關於RQ2，相比於沒有社會規範提示的情形，在提供描述性社會規範

提示和指令性社會規範提示二者中，哪種更能提高用戶的問題識別。

結果顯示，社會規範提示對問題識別的影響不顯著（F (2, 600) = 2.71, p 

= .067, par.η2
 = .01），因而描述性社會規範和指令性社會規範均不能顯

著提高問題識別。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67

人工智能生成聲明、社會規範提示與用戶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

表三　方差分析結果

因變量 SS df MS F p Par.η2
Adjust R

2

信息核查意願

Model 2.919a 5.00  .58 2.50 .029  .02 

.01 

社會規範提示 .94 2.00  .47 2.00 .136  .01 

信息來源聲明 2.24 1.00 2.24 9.60 .002  .02 

社會規範提示×
信息來源聲明

.09 2.00  .04 .18 .833  .00 

殘差 139.89 600.00 .23 

問題識別

Model 8.088a 5.00 1.62 4.15  .001  .03 

.03 

社會規範提示 2.11 2.00 1.06 2.71  .067  .01 

信息來源聲明 4.11 1.00 4.11 10.54  .001  .02 

社會規範提示×
信息來源聲明

2.09 2.00 1.05 2.69  .069  .01 

殘差 233.92 600.00 .39 

其次，採用Bootstrap方法對中介和調節效應進行檢驗，樣本量設

置為5,000，並依據95%置信區間來判斷中介和調節效應是否顯著。在

控制人口統計學變量、轉基因食品態度、轉基因食品知識的基礎上，

將信息核查意願作為因變量、問題識別作為中介變量。參與識別和約

束識別則作為問題識別與信息核查意願之間的調節變量。分別將信息

來源聲明和社會規範提示作為自變量進行假設檢驗。具體而言，在
SPSS統計軟件PROCESS插件中編號為16的受調節的中介模型進行2

次分析，分析結果如表四。

關於H3提出的問題識別正向預測信息核查意願，檢驗結果表明問

題識別影響信息核查意願的效應值為 .65，95%置信區間為[.17, 

1.12]，驗證了H3。進一步分析表明，在參與識別（M = 4.19）與約束識

別（M = 2.24）處於平均水平時，問題識別在信息來源聲明影響信息核

查意願的過程中發揮顯著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3，95%置信區間

為[–.06, –.01]，H4獲得支持。與之相對的，問題識別在社會規範提示

影響信息核查意願的過程中的中介作用並不顯著，中介效應值為 .01，
95%置信區間為[–.002, .03]，H5不成立。

至於H6，即參與識別在問題識別影響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過程

中發揮調節作用，假設成立。數據顯示，參與識別與問題識別的交互

項對信息核查意願影響的效應值為–.09，95%置信區間為[–.18, –.003]， 

Copyrighted material of: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2026).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68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78期（2026）

表明參與識別調節問題識別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為了更好地分析參

與識別的調節效應，將參與識別分為高分組（M + 1SD）和低分組（M − 

1SD）兩組，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結果如圖二所示：當參與識別變高時， 

問題識別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變小。

圖二　參與識別的調節效應分析

關於H7，約束識別在問題識別影響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過程中

發揮調節作用，假設未獲支持，分析結果表明，約束識別與問題識別的

交互項對信息核查意願影響的效應值–.01，95%置信區間為[–.08, .06]，

說明約束識別在問題識別影響信息核查意願中的調節作用不顯著。

表四　中介效應與調節效應分析結果

路徑 Effect
95%的置信區間

結論
下限 上限

直接效應 問題識別–信息核查意願  .65  .17 1.12 H3成立

中介效應

信息來源聲明–問題識別–
信息核查意願

–.03 –.06 –.01 H4成立

社會規範提示–問題識別–
信息核查意願

 .01 –.002  .03 H5不成立

調節效應

參與識別×問題識別–信息
核查意願

–.09 –.18 –.003 H6成立

約束識別×問題識別–信息
核查意願

–.01 –.08  .06 H7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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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與結論

基於助推理論和情境問題解決理論，本研究創新性地構建了助推－

情境問題解決理論模型。該模型旨在探究情境中的助推設計如何推動

個體對偽科學短視頻的問題識別，並在參與識別、約束識別等情境因

素的共同作用下進而影響個體採取行動進行信息核查的意願。本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證實提出的理論模型，揭示了信息助推設計對信息核查

意願的影響機制，在AI時代的適用性，為當前網絡內容治理提供了理

論啟示。研究結果主要包括如下四個方面。

首先，信息來源聲明顯著影響個體問題識別與信息核查意願。相

較於人類專家發佈，個體對AI生成的信息具有更高的問題識別程度、

更高的信息核查意願。這一結果與既有認為AI比人類專家更客觀、更

準確的研究相悖（Sundar & Kim, 2019）。這可能是因為AI的輸出質量

高度依賴輸入數據的準確性和時效性。若數據不準確或者過時，AI生

成內容也會出現錯誤。隨著AI逐漸普及，人們的使用經驗不斷積累，

可能逐漸意識到AI並非始終客觀可靠。此外，個體往往基於長期的社

會互動和對專家權威的習慣性信任，對人類科學家的誠信和能力保持

信心。與人類科學家相比，AI的決策機制通常缺乏透明度，使得用戶

難以洞悉人工智能生成特定內容的內在邏輯和過程。相較於人與人之

間的互動，個體與AI互動的經驗仍不充分，對AI生成信息的信任尚未

達到不假思索的程度。因此，用戶可能更傾向於對AI生成的信息進行

審慎的驗證。他們對AI生成內容的謹慎態度，可能使其更能發現AI生

成內容中令人產生疑惑而無法立即解決的問題，從而表現出較高的問

題識別水平。這種問題狀態進一步促使個體產生較高的核查AI生成內

容的意願，以確保其背後的邏輯和推理是合理和可解釋的，所生成的

信息是真實準確的。這一推測啟示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個體對於
AI和人類專家的認知態度差異是否與個人經歷與經驗有關。

其次，社會規範提示既不顯著影響個人的問題識別，也不顯著影

響個人的信息核查意願。本研究的發現與此前研究中社會規範提示能

有效鼓勵個人遏制錯誤信息傳播、削弱錯誤信息負面影響的結論不同

（Andı & Akesson, 2020）。這可能由於信息下方的社會規範聲明與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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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的社會規範感知存在差異，使得社會規範聲明對用戶信息核查意

願的影響不顯著。既有研究表明，社會規範聲明發揮作用需要建立在

個人將社會規範內化的基礎上。如果個人沒有將社會規範內化為自身

價值觀的一部分時，甚至可能作出與規範相悖的行為（Chen et al., 

2024）。通過單條信息中的提示告知用戶應該主動核驗爭議性科學信息

的社會規範影響是微小的，可能需要使用戶長久地接觸這一社會規範

信息達到一種累積效果，潛移默化地使個人將社會規範內化。這啟示

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規範聲明與主觀規範感知的差異對個人信息

核查意願的影響，以及採用歷時性研究探究重複接觸規範聲明是否能

加強個人的社會規範內化而提高信息核查意願。作為環境中微小的助

推設計，短視頻下方的社會規範聲明未顯著影響個人的問題識別， 

也可能由於個人在接觸到多模態科學信息時，社會規範聲明視覺上不

夠突出導致他們忽略此類提醒，或注意到提示但並不會停下來進行深

度思考。個人難以被信息中的環境角落社會規範聲明喚起較高的問 

題識別，侵入視野的提示則更為鮮明有效。例如，Pennycook和Rand

（2022a）的研究在個人分享按鈕中設置「我認為這條新聞是準確的」的提

示，使得助推信息直接出現在個人操作路徑中的這種做法，已被證實

可以干預分享行為。未來關於助推設計對個人信息行為影響的研究可

以進一步探索助推設計所處位置所帶來的效果有何不同。

再次，問題識別在信息來源聲明影響信息核查意願過程中的中介

機制。這說明本研究所構建的助推－情境問題解決理論模型對於環境

中的助推設計推動問題識別和採取信息行為解決問題的過程具有一定

解釋力。環境中的助推信息需要先將個人的注意力吸引到特定的維

度，喚起個人對於信息的審慎思考，進而產生通過採取行為來解決問

題狀態的意願。具體而言，在視頻下方顯著聲明作者信息，能助推個

人更多地關注到信息來源的可靠性。由此可能識別信息中的不確定性

而產生疑惑，進而提高進行信息核查的意願。面對「西方陰謀論」這類

強迷惑性與情緒操縱性的偽科學短視頻（Jolley & Paterson, 2020; Martel 

et al., 2020），信息來源聲明仍能有效增強信息核查意願。這說明信息

來源聲明在削弱陰謀論所依賴的情緒操縱、促進個體進行理性思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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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具有獨特潛力。同時，進一步印證了助推－情境問題解決理論能夠解

釋個體在誤導性信息環境中從認知覺察到行為意願的轉化過程。由

此，本研究的這一研究結果為未來研究探討誤導性信息影響的削弱機

制的研究提供了參照，也為改進媒介環境中抵禦陰謀論等誤導策略的

設計提供了新的實踐啟示。

最後，問題識別與約束識別的交互作用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不

顯著，參與識別顯著調節問題識別對個人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這一

結果說明，核查的動機（由問題識別和參與識別驅動）比對外部約束的

判斷（如對時間不足或資源限制等約束的識別）對行為意願的影響更為

強烈。不管資源是否受限，問題識別越高或參與識別越高，核查意願

就越高。然而，高參與識別（高相關性）會削弱問題識別對核查的觸發

作用。約束識別在問題識別影響偽科學短視頻核查意願過程中的調節

作用不顯著，可能是因為用戶在具體的信息核查行為實施階段，才能

直觀地感受到約束識別所代表的外在資源的限制。而在意願形成階段

的影響，個人行為面對阻礙的預設可能並不真切，甚至忽略可行性問

題。未來研究可以比較這三種情境因素對行為意願形成和具體行為實

施影響的差異，也可以基於本研究的這一結論進一步探究哪些信息助

推設計能提高問題識別與參與識別，進而提高信息核查意願，更好地

鼓勵大眾發揮能動性來提高科普效能、維護網絡真實。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包括三個方面。其一，綜合助推理論和情境問

題解決理論，構建了助推－情境問題解決理論模型。這不僅彌補了既

有對情境問題解決理論中對情境問題識別前因研究的不足，也深化了

助推理論中助推設計的作用機制研究。這一模型為研究信息助推設計

對問題識別和信息核查行為的影響，創造了新的可能性和探索空間。

其二，釐清了在信息核查情境中情境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擴展了情

境問題解決理論。本研究發現問題識別與參與識別及其交互作用顯著

影響信息核查意願，這一結果彌補了以往對問題識別、參與識別以及

約束識別這三種情境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研究的不足。其三，揭示了

不同助推信息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機制。研究發現AI生成比人類專

家發佈更能促進個人的問題識別，進而影響信息核查意願，對既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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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關於人類專家與AI是否具有同樣的影響力的爭論作出了解答。這

一結果也體現了人們對於AI生成信息的謹慎態度，驗證了目前短視頻

平台添加AI生成警示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同時，本研究發現社會規範

聲明對個人問題識別和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不顯著，啟示未來研究有

必要更深入探索影響社會規範助推作用效果的因素。

本研究也存在局限。首先，實驗材料僅為單一視頻類型。本研究

在準備實驗材料時雖然已經採用抖音短視頻的框架來設計短視頻樣

式，但為了避免其他信息主題或重複暴露在同一信息主題對實驗結果

的干擾，只選擇了單個視頻。未來研究可以考慮選擇多個不同主題的

偽科學短視頻作為實驗材料，探究其中偽科學短視頻的曝光頻率或曝

光順序將如何影響個人的信息核查意願。其次，研究結論在西方文化

情境下的推廣局限。本研究選擇轉基因食品安全問題的偽科學短視頻

這一特定的信息主題，「陰謀論」這一特定的誤導策略類型，能一定程

度上解釋個人對偽科學信息的認知心理機制、揭示信息核查行為意願

的影響因素。但中國背景下「他國操控」的敘事框架，與西方背景下更

傾向於內部政黨、階層衝突的陰謀論偽科學信息的邏輯和文化背景不

同。西方文化語境下，助推策略對偽科學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仍需結

合具體的社會特徵進一步檢驗。再次，研究情境具有公共平台局限。

本研究中的偽科學短視頻處於公共社交平台背景中，近年來許多偽科

學信息通過私密的社交路徑如微信群等渠道傳播。本研究關於情境因

素對信息核查意願的影響的結論對其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私人來源

信息較難被外部干涉。由於助推策略依賴於界面設計或平台功能進行

干預，其適用性可能主要局限於能夠實施此類設計的公共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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